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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美关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林宏宇

摘　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

外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当前的中美关系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

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清楚。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及中美

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百年不遇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变量。

受其影响，当前中美贸易关系呈现“抗变”状态。我们要正确认识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及

其复杂性、长期性，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智慧，冷静看待并积极引导当前中美关

系。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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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已成

为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被许多美国学者视为

新一轮世界权力过渡过程中正在崛起的挑战者。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机遇还是威胁，美国是应

与中国接触还是对撞，这些问题曾一度引起关注中

美关系的美国学者的很大争论。但在今天看来，

这场争论似乎已经结束，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

为，中国更像是一个威胁。例如，美国前副助理国

务卿托马斯 · 克里斯坦森（Thomas Christensen）声

称，“中国重返大国地位，或许是21世纪美国外交

面临的最关键挑战”[1]。同样，在中国，也有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为美国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

不少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1972年以来的

最困难时期，维持中美关系过去40年来正常交往的

政治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的、

非常动荡的、充满对抗的不确定时期”[2]。

但笔者认为，这些中美学者有关当前中美关系

的判断不尽全面，个别甚至有些短视与偏激，因为

它们缺乏一个战略背景的比衬，这个战略背景就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高层对当前国际形势

的一个动态战略判断，它是指导中国对外政策与对

外交往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判断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是当前美国因素及中美

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与以往的中美关系状

况相比，出现了很多为我们所不熟悉、很不容易理

解的情况。因此，要想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必

须了解当前美国及中美关系所发生的诸多变化；同

样，当前中美关系也必须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得更清楚。

二、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层对国际形势的

总体判断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
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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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语） [3]；第二阶段（1989—2000年）：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但一个也

没有解决好”（邓小平语）[4]；第三阶段（2001—
2016年）：中国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第

四阶段（2017年至今）：“放眼世界，我们面临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语）[5]。可以说，前

三个判断强调更多的是机遇与希望，而第四个判断

更强调挑战与不确定性；前三个是一种相对静态

的战略判断，而第四个则是一种相对动态的战略 
判断。

笔者认为，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点在

于“变”字，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我们未曾遇到

的“变数”：一、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遭遇前所未

有的阻力与逆流；二、狭隘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不少

西方国家中盛行，全球治理面临空前的严峻挑战；

三、大国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大国权力政治、强国

霸凌行径呈凸显趋势。

纵观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发

现，全球化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它有时快，有时

慢，有时顺利，有时曲折。全球化进程主要受到两

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周期，

另一个是国际社会“主导国”（指对国际关系发展

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作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全球化的发展遭遇空前

的挑战。之所以说是空前的挑战，是因为这轮挑战

来自上述2个因素的叠加。无论是从世界经济发展周

期，还是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作用来看，当今全球

化进程都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点[6]。持续近百年的

全球化进程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挑战，同时，

全球治理也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危机。

随着反全球化逆流的进一步泛滥，部分西方国

家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受民粹主义思潮的影

响，西方各国纷纷以狭隘的本国利益为优先选项，

置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全球治理问题于不顾（如

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不愿多参

与国际合作，频频“退群”；英国为了本国的利

益，置欧洲一体化进程于不顾，脱离欧盟；法国国

内右翼势力活动上升，“黄马甲”运动猖獗；意大

利右翼势力大涨，“五星运动”兴盛等）。此外，

个别西方大国依然抱有冷战对抗与权力政治思维，

动辄以经济制裁、关税武器，甚至武力要挟相威

胁，由此导致大国之间的博弈烈度有所加剧，强权

政治与大国霸凌行径时有发生。

换言之，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做出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判断，是因为有三个重要变量。变量

一：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变了，变

得让我们很陌生，很无奈，也很失望；变量二：当

今世界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变了，

变得让我们很不适应，很不易理解；变量三：当今

世界极为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与全球治

理，变了，所出现的反全球化逆流与全球治理赤字

变得让我们很震惊，也很揪心。

三、特朗普因素：影响当前中美关系

的重要变量

近年来美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中国形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影

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量。其中，百年不遇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影响极大的美国因素。

独特的“特朗普效应”是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 
变量。

特朗普的独特之处可从个人个性、机构特性、

执政环境等3个维度来看。

首先，从个人个性维度来看，有4个特点：

1.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目前唯

一一位出身平民商人（Businessman）的美国总统，

这不仅创造了美国历史，而且对美国内政外交影响

深远。1787年美国宪法生效以来，在特朗普当选之

前，美国已先后产生了43位总统。他们中间的绝大

多数（34人）出身民选“公务员”——副总统（14
人）、州长（11人）、参议员（7人）、众议员（2
人）；其余9人来自内阁部长或高级将领（3个国务

卿、2个战争部长、1个商务部长、3个陆军将军）。

这些人都是美国传统政治精英中的精英，他们都谙

熟美国政治文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公职经历、执政

经验与外交经历，是美国总统的正常候选人，他们

中的任何人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但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则打破了这个200多年的

传统。如果说2008年奥巴马当选是一个历史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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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则是更大的突破。因为奥巴

马的当选仅是突破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种族平等（如

果2016年希拉里当选也是一样），而特朗普的当选

则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突破。奥巴马虽然是黑人，但

他依然属于美国政治精英的范畴，出身于传统的主

流总统候选人——参议员。但特朗普却是美国历史

上第一位“非主流”的平民商人出身的“三无”总

统——无从政经验、无公职经历、无外交经历。

2. 特朗普特殊的“三无”背景决定了他独特

的执政特点：“既幼稚无知（无畏），又老谋深算

（顽固）”，近年来美国内政外交的很多变数与不

确定性都是受此影响的结果。所谓的“幼稚无知”

（无畏），是指他不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民主文

化，对治国理政的权术缺乏经验。无知自然就无

畏，自然就没有太多的政治顾忌，就可能做任何出

人意料的决定。例如，违背中美关系基本原则，居

然以当选总统身份给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

文通电话；不顾各方争议，坚决发布“禁穆”令；

以非正常方式罢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吉姆 · 科
米与国务卿蒂勒森的职务；不顾国际社会压力，频

频退出多个多边国际合作组织（条约）；不顾阿拉

伯世界反对，执意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搬

迁大使馆；为创造历史，未与其外交安全团队充分

沟通，就完全颠覆“以压促变”的一贯立场，主动

发起与金正恩的首脑会晤；为了兑现竞选时的“修

墙”承诺，不惜贸然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等。这

些举措是任何一位“正常”的美国总统都不会做

的。因此，我们不能以其前任的正常所为来推断特

朗普的治国理政之术。而所谓的“老谋深算”（顽

固），是指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老

龄总统”，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在20世纪70—80年代

就已成形了。入主白宫之前，他就已有很“顽固”

的世界观与政绩观。据说，特朗普的行政领导观念

形成于他在纽约时作为一个年轻的地产开发商同民

主党政客们打交道的经历。他的很多政治用语与

思维方式都是20世纪70、80年代形成的。他对美国

内政外交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度”看法与“明

智”判断，对很多政策举措都有自己的顽固执着。

3 .  个性张扬、好出风头、痴迷自媒体。入

主白宫之前，特朗普曾告诉其高级助理，要把当

总统的每一天都看作他当年主持综艺节目的每一

集，不断碾压对手。其个性之张扬，从中可见一

斑。另外，可以说特朗普是靠自媒体——“推特”

（Twitter）赢得2016年大选的，当选后的特朗普依

然痴迷“推特”，依赖“推特”来宣扬其执政理

念。特朗普对“推特”的痴迷，也使其决策充满

变数与不确定性。许多美国学者看到这一点，例

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 · 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道：“特朗普

是推特执政，每天靠手机治国，在白宫的一年半时

间里，做了2601个错误的或者不明智的决定，每天

平均超过6.5个。”

4. 作为美国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特朗普创造

了很多商业神话。在他眼中，什么都是“生意”或

“交易”（deal），在他的日常用语中，Deal是出

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做交易，做大交易”

（Make Deal, make a big deal）是他的基本处世哲

学。因此，出于商人的本性，“两面下注”“极限

施压”“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等成为特朗普执

政的常态。

其次，从机构特性维度来看，除了上述个性

特点外，特朗普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他汇聚了20世
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特点。20世纪以

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有3个特点：“退

出”“逞强”与“单边”。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同

时兼具这3个特点，而且还有所“发扬光大”，并

形成其“特式风格”。所谓“特式风格”的退出，

是指不仅退出经济贸易协定等务实性的国际合作，

而且还退出像《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

人权组织等涉及国际政治正确性与大国声誉形象的

国际合作，仅从狭隘的“美国优先”出发，只要眼

前有利可图的，不要长远有名望和有声誉的。所谓

“特式风格”的逞强，是指特朗普非常强调军人的

作用。在其内阁成员中大量使用军人或有军方背景

的官员。所谓“特式风格”的单边，是指特朗普极

端强调以美国利益为重。不论对手国是谁，只要涉

及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顾对方关注与诉

求，依靠美国霸权优势，实施单边制裁或行动。

再次，从执政环境维度来看，特朗普的独特之

处还表现在，他突破了近半个多世纪来美国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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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在共和党总统身上的“捆脚”魔咒，赢得了相

对较好的执政氛围。根据美国国会与总统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美国总统的执政环境分为3种形态：一、

“快脚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且与

总统同属一个政党，这时总统的执政环境最好，因

此在行政议程上可以快步走。二、“跛脚期”，即

国会两院分属于2个政党控制，这对总统的行政议

程构成钳制，总统只能谨慎小心行走。三、“捆脚

期”，即国会两院被同一个政党控制，但与总统不

属于一个政党，国会对总统形成强大的反制，总统

在行政议程上步履艰难，如有不妥，甚至面临弹劾

的危险（例如尼克松、克林顿）。

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政治进程来

看，可以发现共和党总统是不好当的，往往难逃民

主党施加的“捆脚”魔咒。具体来说，58%的共和

党总统执政环境处于“捆脚期”，如果加上21%的

“跛脚期”，共和党总统就有79%的时间是处于民

主党国会的控制或影响下。例如，艾森豪威尔、尼

克松都被“捆住”6年，老布什被“捆住”4年，福

特、里根、小布什各被“捆住”2年。而特朗普打破

了这个魔咒，他至少已有2年的“快脚期”，现在

虽处于“跛脚期”，但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美国

共和党已出现了明显的“特朗普化”，原先不被共

和党精英建制派看好的特朗普，成了共和党州长和

议员赢取选票的“香饽饽”，而且2018年中期选举

中，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还赢得了过半数的州，这大

大加强了特朗普的执政基础与施政影响力。减税法

案的顺利通过与美联储10年来的首次降息，都证明

了特朗普的强大执政影响力。

四、不断升级的“贸易抗变关系”：

当前中美关系的走向

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特朗普因素的影响，当

前中美关系所呈现出的动荡与“多变”，是中美建

交以来我们所不熟悉与不易理解的。要想更好地理

解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先简要回顾一下近十年

来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变化。

近十年来中美战略博弈态势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
阶段：

“美先中赶”阶段：2008年以前。2008年是

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节点，之前两国关系的战略

态势是中国在追赶，美国在领跑，而且距离拉得

很大，但中国追赶的速度也很快。以GDP为例，

1980年的中国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1996年翻了一

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2003年又翻了一番，达到

美国的五分之一。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国际金融危

机沉重打击了西方世界经济，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

“被加快”，到2010年中国的GDP又翻了一番，

超过日本，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二，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美国对华的担忧

也日益增长，如果说2008年以前美国谈“中国威胁 
论”还是言不由衷的话，那么2008年以后就是切肤

之痛了。

“美攻中守”阶段：2009—2013年。2009年打

着“变革”（Change）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总统试

图开启中美关系的新局面，打破以往“先抑后扬”

的节奏。但由于中美两国政治周期的“时间差”，

加之其外交团队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偏见，奥巴马对

华战略发生了较大转向，开始以“巧实力”“重返

亚太”为抓手，对华实行新一轮的“围堵”与“遏

制”，利用中日矛盾、朝韩危机、南海争端等因

素，发起对华外交的战略攻势，使得中国周边烽烟

四起，不得安宁。同样，也由于两国政治周期的

“时间差”影响，2012年习近平为了避免“修昔狄

德陷阱”而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构想未能得到美方

的积极回应。从战略态势上看，这个阶段美国处于

攻势，中国处于守势。

“中攻美守”阶段：2014—2016年。为了避免

在狭窄的东亚地区与美国迎头相撞，中国进行了战

略调整，从海洋为主转向海陆并重，从战略东向转

到战略西向。“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美

攻中守的战略态势，中国在广阔的西面天地找到了

大国作为的空间，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亚

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顺利推出，习近平

主席成功访英，中欧关系取得良好发展，中俄关系

也进一步紧密；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拉近了中

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距离，并进

一步打消了欧洲老牌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

2014年APEC北京峰会，2015年IMF中国人民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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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2016年G20杭州峰会，又进一步加强了中国

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个阶段中方显然处

于攻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特朗普出人意料地

入主白宫，开启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变数与不确定

性。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上台的特朗普总

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非主流”总统。特

朗普入主白宫伊始，并未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简单兑

现其竞选口号——把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

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这是因为2017年中国的

主动、务实外交（4月份首次“习特会”以及同年11
月特朗普创纪录的对华国事访问），积极影响了特

朗普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走向。但随着特朗普

对中美关系基本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对中美经贸关

系数据的掌握，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然就把对华政

策的重点聚焦在中美关系的老问题——不平衡的经

贸关系上，因为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占美国整

个对外贸易逆差的70%。

所以，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特朗普，在

2017年短暂的对华“不作为”后，从2018年1月开

始在对华贸易关系方面“有所作为”了，中美关系

开始进入一种“贸易抗变关系”状态。所谓的“贸

易抗变关系”是指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过程中逐步

呈现出来的不断升级的对抗关系。迄今为止，中美

贸易抗变关系可分为3个回合：第一回合，2018年 
1—7月，美方无理施压，中方高调反击，双方对

抗关系不断升级；第二回合，2018年8月—2019年
4月，尽管抗变关系逐步升级，但中方开始务实调

整，美方也做相应让步，双方朝达成协议迈进一

步；第三回合，2019年5月至今，美方突变，极限施

压，中方稳步对抗。

2018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铝产品发起“双

反”调查，开启了中美贸易抗变关系的第一回合。

该回合上半段的对抗还是以口头为主，未落实锤，

曾还有回旋的余地，但从5月下旬开始，特朗普变

卦，表示仍将继续对中国施压，并于6月15日正式发

布首批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清单。同日，中国

发布公告，决定对等规模征税。6月19日，美方继续

施压，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的征税清单。中国依

然强硬回应，中国商务部高调宣布，如果美方失去

理性，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

综合反制。这时双方开始小步实质对抗，已无法正

常谈判对话了。

2018年8月下旬开始进入第二回合。尽管美方

在这个回合的施压逐步升级，中方依然惯性强烈应

对，但立场有所软化，开始寻找除了“对抗”之外

的其他务实途径。其中，9月24日中国发布的《关

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可视

为中美贸易抗变关系发生转圜的重要标志，它表明

中方开始正式摆脱简单对抗思维，寻找务实合作解

决方案。中方的理性与务实的态度，加上2018年美

国中期选举临近，亟须稳定国内市场与美国经济的

特朗普，也开始做出相应让步。双方相向而行，

终于12月在阿根廷G20峰会上，两国元首达成重要

共识，决定推迟“摊牌”时间，开始务实谈判。从

2019年1月下旬开始，双方的工作团队进行了密集磋

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朝达成协议的方向迈进

一步。

2019年5月初开始，中美“抗变关系”进入第

三回合。这一回合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且对抗性

质有所改变。这一回合依然始于特朗普的突然变

卦，决定继续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

同时决定对中国华为公司进行实体制裁，企图以行

政干预手段封杀华为。此举中断了之前中美之间达

成的贸易协作意向，再次升级中美贸易抗变关系，

且有可能出现政治化与扩大化的趋势。6月底在大阪

召开的G20峰会为中美两国走出对抗提供了机会。

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如期会晤，并达成若干重要共

识。这是一场双方都很需要的重要会晤。从美方来

看，特朗普需要它来提升其连任竞选的国内选情。

从1952年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选举来看，为了增加

党内出线的概率，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往往会提前宣

布竞选（多在大选年前一年6月30日以前），这无形

中给特朗普以巨大的压力。在民主党候选人“大军

压境”的情况下，特朗普也不得不提前宣布开始连

任竞选。而美国经济形势的好坏将直接决定特朗普

的胜选概率，特朗普贸然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已

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所以当特朗普主动与习近

平主席通电话确认大阪会晤时，美国国内股市就应

声大涨。由此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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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同时，从中国来看，中国也需要这次会晤来

稳定波动中的中美关系。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并不能

改变中美关系的大局，但它却可能恶化中美关系的

氛围，加剧中美之间的对抗，激化中美关系之间其

他敏感的核心问题。所以，中国也希望借助这次会

晤来增信释疑，寻求摩擦解决机制。尽管这次会晤

达成了不少积极的成果，但此次会晤的“发酵酝酿

期”还不够长，不如2018年阿根廷会晤那么充分，

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不少摩擦变数。7月底8月初，中

美抗变关系又生变数。就在中美工作团队在上海举

行了美方称为“富有建设性”会谈之后，特朗普又

突然宣布继续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要对余下的3000
亿中国商品征税，同时，美国财政部也把中国定为

所谓的“汇率操纵国”。对此无理施压，中方于8月
23日宣布新的反制措施。中美抗变关系又走到一个

新的升级点。

五、如何看中美的“抗变关系”

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的

感知就像过山车似的跌入低谷。今年是中美建交40
周年，不少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到1979年以来

的最困难时期。笔者认为，这是对中美关系的片面

感知，是过分夸大了当前中美关系的消极面。实际

上，所谓的中美“贸易战”，是特朗普以“美国优

先”为准绳，单边抛弃“国际政治正确性”，强调

“无条件的对等”与“绝对的贸易自由”，试图突

破全球化规则对“美国的束缚”，以挽救美国经济

衰退的一个对外政策举措；同时，也是兑现其竞选

承诺，满足国内部分利益集团与选民需要，赢取连

任支持的选举政治举措而已。特朗普的“贸易战”

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

哥、土耳其等国家与地区，只不过针对中国表现得

更严厉、更高调些。[7]因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

逆差来源国。

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个短视的政策举

措，损人不利己，缺乏后劲。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个

复杂的结构问题，是长时间来历史自然形成的，有

一定的合理性。特朗普仅看到其表面的不平衡，而

想在短时间内简单地以关税为武器来解决。这显然

是一种短视的政策行为，其负面影响极大，它不仅

损害中国的对美贸易，也让美国自身受害匪浅。如

果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继续对余下的3000亿美元

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弹性较小的消费品）

征税，那么美国的家庭和厂商将承担更高的税后价

格。一旦通胀率明显上升，美联储将可能收紧银

根，这对目前估值很高的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来

说，将是一个灾难。因此，可以判断特朗普的对华

“贸易战”缺乏后劲，没有前景。特朗普发动“贸

易战”的一个核心认知在于他把美国制造业过去20
年失业率的上升怪罪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其实这是

一个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低级错误认知。实际上，

美国制造业失业率上升主要来自机械自动化对于人

力的取代，而非贸易不平衡，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这个趋势还将加强。因此，就算是美国

降低贸易赤字，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仍然会持续 
减少。

警惕特朗普“贸易战”的政治化、扩大化与非

理性化的倾向。近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的民营企业

华为公司列入实体制裁名单之后，特朗普对华“贸

易战”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政治化、扩

大化的危险倾向。另外，近期中国的反制措施对美

国股市产生重大影响，恼怒的特朗普试图以1977年
通过的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法案来强行切断中美经贸

关系，这显然是一种非理性的“胡来”。这不能不

引起我们的警觉。可以说，美国以国家力量对一个

全球化的实业公司进行打压，以总统行政权力肆意

干涉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这已不是特朗普所标榜

的以追求“国际贸易平衡”的初衷，这是在粗暴切

割早已相互依存的全球生产链与供应链结构，以及

全球协作体系。特朗普这种简单粗暴的落后做法，

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其“筑墙”思维在国际贸易

中体现。如果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形成气候，将标志

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全球

化模式的终结，狭隘的民族国家之间恶性竞争的潘

多拉匣子将要打开。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警惕这种

做法的巨大负面效应。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总基

调并没有改变。尽管特朗普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非

常高调、严厉、苛刻、多变，但这依然是其“商



77 

林宏宇：当前中美关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总统”特性的体现，做“大交易”（Make Big 
Deal）、“挣面子”，依然是特朗普的首要考虑。

从上述中美贸易抗变关系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像

特朗普这样不以常理出牌、自以为擅长于谈判的商

人总统，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战略思维，不能简单地

以传统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对抗思维来处

理，不能被特朗普的“胡来”而打乱了我们自己的

战略节奏，要清醒地看到中美“贸易战”的实质，

及其复杂性与长期性，同时要相信中国人的理性与

智慧，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我们可以适度满足特

朗普的“面子”，努力让特朗普的“务实”特点

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导中美关系朝积极方向 
发展。

六、结语

中美是两个体量巨大，历史文化传统、价值

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迥异的巨型国家。在当

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更

需要塑造与引导，以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不同的

塑造与引导，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遇到像特

朗普这样对美国外交、中美关系不甚了解的美国总

统，更需要我们的主动塑造和引导。[8]我们不要被

动地跟随特朗普的节奏，可以有创意地主动“示

弱”，适度“吃亏”，以塑造和引导中美关系的正

面走向。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基础面还是很

宽广的。中美两国之间除了传统的“政治基础”之

外，还有“非政治基础”。传统的“政治基础”主

要聚焦于国际安全、政治外交与意识形态。冷战时

期，国际安全与政治外交无疑位于首位。冷战结束

后，意识形态，尤其是经济意识形态上升为中美关

系的主要“政治基础”因素。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

形态依然是当前中美两国的基本共识，只是美国觉

得中国做得还不够而已。此外，“非政治基础”因

素保持强大的存在，即共同的全球责任与共同面对

的全球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

全、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国际移民与难民等全

球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是不以个人意志所转移的客

观存在，尽管特朗普试图以狭隘的“美国优先”原

则来修正，但只要国际社会还存在，只要我们还共

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这个“非政治基础”就存

在，就需要中美两国的协调合作。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很困难，但从中美建交40
年来看，更困难、更危险的情况还有。例如，再困

难，能有1989—1991年困难吗？当年中美之间几乎

面临全面对抗的困境；再危险，能有1999—2001年
危险吗？当时中美之间几乎面临军事冲突的可能

性。所以，笔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仅是中

美关系史长河中的一段逆流或漩涡而已。今年是中

美正式建交40周年，随着特朗普外交的“成熟”，

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中美关系，也将逐步进入

沉稳期。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理智——理

性+智慧，即使美方“胡来”“乱来”，我们也不

能失去战略定力[9]。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发

展至关重要，世界需要一个行稳致远的中美关系。

注释

  参见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55; Steve Chan, China, the U.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2008; Rosemary Foot,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three decades of China–Japan–

US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6 

(2017), pp. 829-842.

  参见Kagan, Robert. What China Knows That We Don’t: 

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The 

Weekly Standard, January 20, 1997, pp. 22-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Routledge, 1999. David Shambaugh and Karl F. 

Inderfurth, China and the US: To Hedge or Engage, 

YaleGloabl Online, April 11, 2007, https://yaleglobal.

yale.edu/content/china-and-us-hedge-or-engage (访

问时间：2019年5月28日); Suisheng Zhao, Shaping 

the Regional Context of China’s Rise: How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rought Back Hedge i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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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 with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5 (2012), pp. 369-389.

③  《华盛顿时报》2018年6月20日第4版，https://www.

washingtontimes.com/topics/donald-trump/，访问时

间：2019-7-25。

④  同上。

⑤  《纽约时报》2018年5月12日第一版。https://www.

nytimes.com/2018/05/12/us/politics/，访问时间：

2019-6-28.

⑥  以上观点论述参见林宏宇：“试析特朗普‘新政’及其对

中美关系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

⑦  以上有关近10年来中美关系发展3个阶段的论述，参见

林宏宇：“从特朗普访华看中美关系”，《人民论坛》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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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hip and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Lin Hongyu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in a hundred years”(UGCIHY) is a dynamic strategic judgmen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China, which is an important premise and basis for guiding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foreign exchanges, and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 must be examin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UGCIHY.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es for making a judgment of UGCIHY is that the USA and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have changed a lot. 

Among them, unprecedente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hundred years is the biggest variable affecting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 Influenced by it, the current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show a "resistance" state.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and complexity and long-term nature of 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elieve in the rationality and 

wisdom of Chinese, look at and actively guide the current China-US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eds a stable China-U.S. 

relationship.

keywords: China-U.S. relations;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U.S. trade war 


